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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58年 5月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说:“一个马鞍形 , 两头高 ,中间低。 1956年-1957

年-1958年 ,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 ,亦即跃进-保守-

大跃进 ,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 马鞍形教训了党 ,教训了群众”(薄一波 , 1991:

642)。用毛泽东主席本人的话来说 ,就是:“你们是反冒进的 ,我是反反冒进的” 、“建议把

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 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李锐 , 1999)。

②　许多学者通过对各省之间非正常死亡率的差异的回归分析发现 ,那些死亡率越高的省份

往往实行了越高的粮食征购率 ,在诸如政治效忠程度 、公共食堂的普及程度上也有显著

差异(Yang , 1996;Chang &Wen, 1997;Kung &Lin , 2003)。

锦标赛体制
＊

周飞舟

提要:本文通过对大跃进期间中央—地方关系的考察 , 指出在高度中央
集权的局面下 , 行政体制本身会内生出一种 “锦标赛”的独特现象。 在锦标
赛中 ,中央会在经济上向地方政府大规模放权 , 并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促使
地方政府在主要的经济指标上展开竞赛。由于中央政府全面控制了政治 、经
济 、思想领域 ,所以这种竞赛在严格的设计下展开 , 各级政府乃至普通民众都
被动员起来 ,类似于竞技比赛。大跃进的实践表明 , 高度的集权控制既会导
致竞赛的产生 , 又必然性地导致竞赛的失败。

关键词:中央—地方关系　集权与分权　锦标赛　大跃进

一

50年前的中国是“大跃进”的中国 。大跃进运动自 1958年初在全

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到下半年就进入了高潮 。大跃进是对 1957年的

“反冒进”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①的反动 。在大跃进

中 ,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地方政府在粮食 、钢铁等计划指标和产量

上展开的竞赛。这种竞赛是以高指标 、“放卫星”等浮夸风的形式表现

出来的 。1958年 9月 18日 ,广西环江县竟然放出了水稻亩产 130434

斤的高产“卫星” 。各地政府的竞赛迅速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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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灾难 ,根据目前学界研究的成果 ,1959年到 1961年饥荒的主要成因

之一就是各地的极“左”政策和竞赛 。②

对各地何以在大跃进期间实行史无前例的激进政策和极“左”路

线 ,当前学界并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和解释 。从一些历史文献和历史

事件的回顾中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席本人在经济上的激进态度以

及一些省级领导对中央政策的积极追随和推动的表现(Becker , 1998)。

从人事变动的角度来看 ,各省在大跃进发动期间也的确进行了高度的

人事控制以确保地方政府响应中央政府的激进政策(Chen , 2008)。但

是 ,纯粹从个人或者人事方面来进行解释明显是不够的 。大跃进时期

的地方竞赛是一个席卷神州、举国若狂的重大历史事件 ,虽然领导人的

强力推动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这个历史事件的背后也应该蕴藏着深层

的制度原因。也就是说 ,地方竞赛有可能是内生于政治体制本身的竞

赛 ,只要体制本身内在的竞赛动力没有改变 ,即使世易时移 、人事全非 ,

只要某些条件成熟 ,竞赛还是有可能以一种新的面目卷土重来。

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探寻隐藏于地方竞赛背后的一些体制性原因

和历史条件。

为了分析的方便 ,本文将大跃进期间的中央—地方关系以及由此

形成的地方竞赛的体制叫做“锦标赛体制”。在这场锦标赛中 ,中央是

竞赛的发起人和目标 、规则的制定者 ,地方则是参赛的运动员。跑在前

面的 、胜出的运动员不但会享受到更多的经济政策方面的偏向 , ① 更

重要的是 ,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会由此得到政治荣誉以及晋升。与此同

样重要的是 ,落后的运动员会被批评为执行中央路线不积极甚至执行

“右倾”路线 ,在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更有可能被视为走“反党路线” 。

中央与省级政府间的这种关系在省以下各级政府间被进行层层复制和

夸大 ,致使锦标赛在各级政府间全面展开。在最基层的农村人民公社

和生产队一级 ,以及城市的企业和企业班组一级 ,通过基层党员和积极

分子的参与机制(Walder , 1986;Yang , 1996),全民都参与了锦标赛 。可

以说 ,大跃进时期的锦标赛是一场没有观众的比赛 ,全民都是运动员 ,

中央政府是最后的裁判 ,而各级地方政府则既是其下级部门的裁判员 ,

又是其上级部门指挥下的运动员 。这种锦标赛 ,既是中央政府自上而

55

论 文 锦标赛体制

① 表现在中央会给予这样的地方政府以更大的经济资源的支持 , 例如基建投资额度 、企业

管辖权 、指标控制权等等。



下策划和发动的 ,又是地方政府自下而上推动和促进的 。锦标赛在缺

少外部制约的情况下变本加厉 、愈演愈烈 ,以灾难性的后果促使中央政

府中止比赛而告终。

二

锦标赛的暗喻来自经济学中的“锦标赛理论”(Tournament Theory)。

这个理论分析的是公司管理中委托 —代理关系的激励机制 。因为存在

高昂的信息和监督成本 ,公司的委托人对于其代理人———公司的高层

经理人 ———实行了一种拉开薪酬差距 、通过考察其业绩排名而非实绩

的办法来选择谁能够获得晋升(Lazear &Rosen , 1981;Rosen , 1986)。

这种机制使得经理人更加关注与其他经理人的相对名次而展开竞赛 ,

排名是锦标赛理论中的关键变量。

与公司相比 ,政治系统更为复杂 ,锦标赛理论所需要的前提假设大

多不成立 ,但是地方政府间往往也会在某些方面展开竞争 。例如在美

国的民主宪政体系下 ,地方政府会在地方公共服务水平和税收方面展

开地区间的竞争 。在居民能够“用脚投票”的前提下 ,地方政府的竞争

有助于实现公共服务方面的最优化 ,这成为西方财政分权理论的基础

(Tiebout ,1956;Oates ,1972)。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

府的财政分权以及由此展开的区域竞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驯化”政府

这个庞大的“利维坦”组织的自利行为(Brennan &Buchanan , 1980)。但

是 ,在现实中 ,即使在像美国这样的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体

制中 ,地区竞争也不一定总是导致高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有些

研究表明 ,地区间的税收竞争① 会因为局部税收的外部性而导致无法

实现社会的最优税率(Wilson &Wildasin , 2004)。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

在民主宪政体制缺乏的条件下 ,分权以及区域竞争不但不能带来公共

服务和福利的最优化 ,反而会产生公共福利水平的下降甚至恶化

(Litvack et al., 1998),在极端条件下甚至会带来腐败(Bardhan , 2000)。

但是无论分权带来的区域竞争的结果是好是坏 ,这种竞争一般只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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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包括通过税收优惠在争取流动性资本 、商人以及“大公司”进入方面而展开的竞争 ,相

当于“招商引资”。



限于公共收入和支出的财政领域 ,因为在非计划经济的国家 ,地方政府

所能够调控的只是经济中有限的一部分 ,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指标如

GDP 和一些重要产品的产量与产值并不能成为衡量地方政府业绩的标

志。所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无论在覆盖范围和激烈程度上都极为

有限 。

近年来 ,一些学者将地区竞争模式用于研究改革开放后的中央 —

地方关系 ,并借此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和出现的一些问题 。戴慕珍提

出“地方合作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概念 ,认为在 1980 年代实

行的财政包干体制下 ,地方政府类似于以地方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公司

实体(Oi ,1992)。与改革开放前的阶段相比 ,财政包干制实际上是以财

政分权的方式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激励 ,促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

展开竞争 。这种竞争一方面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

比较严重的区域贸易壁垒和地区保护主义等问题(Qian &Weingast ,

1997;Naughton , 1999)。这些单纯用财政激励来解释地区竞争的研究

存在一个问题 ,即地方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不够清晰:在地方利益逐步

明确而且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这些官员如何看待和处理地方与中央的

关系 ?因为中国是一个财政单一制(unitary system)而非联邦制的国家 ,

所以过于强调地方的财政利益 ,会有在研究视角上将地方政府“诸侯

化”看待的倾向 。事实上 ,中央的财政包干承诺虽然有刺激作用 ,但是

远不够稳定 ,以“承诺效应”来全面解释地方政府行为有以偏概全之嫌

(Cai &Triesman , 2006)。

鉴于这个问题 ,有些学者更加关注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这些学

者倾向于直接运用“锦标赛理论”来解释地方官员的职位变动。他们通

过计量研究发现 ,在改革开放时期 ,地方官员的经济业绩 ,主要是地方

经济总量如GDP 和财政收入 ,对于解释地方官员的晋升或留任有显著

的作用(Bo , 2002 ;Li &Zhou , 2005)。将公司中的锦标赛理论直接用于

解释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核心问题 ———官员晋升 ,无疑是将此问题过于

简单化了 。一方面 ,这些计量的研究成果有待更多的类似研究进行确

认 , ①另一方面 ,这些学者也承认 ,派系关系(factionalism)和地方主义

(localism)也是影响乃至决定官员升迁的重要因素 。熟悉中国政治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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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样的计量研究似乎也有不同的发现 ,有些学者的计量结果表明官员晋升和经济业绩之

间并没有任何显著相关性(Su , et al., 2008)。



作的学者一般都不会否认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

将锦标赛理论简单地用于分析官员升迁 ,明显忽略了政治系统的

复杂性 ,即使在以绩效为主的政治科层体系中(meritocracy)也失之浅

陋。政府官僚体制中的政府部门不同于企业组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

其目标的多样性和不可量度性(威尔逊 , 2006)。政府官员的行动动机

也可以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 ,而且与政府目标的关系也非常复杂 , ①这

造成了中央对地方或者上级对下级监督和管理的更加严重的困难。在

以公司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中 ,这个矛盾是通过测量绩效或

者变动产权结构得到解决的(Alchian &Demsetz , 1972);而在政府官僚

体制中 ,这些手段都难以有效实施 。尽管如此 ,以锦标赛理论为中心展

开的研究仍然能为我们理解行政系统内的官员行动机制提供有帮助的

参考 。

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 ,监督和管理的困难构成了我们

理解中国政治体制变动的一个基本线索 。我们在一般意义上将传统的

政治制度叫做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自秦灭六国以来 ,郡县制代替封

建制成为传统政治的主流构架 。② 在郡县制下 ,以中央集权为中心的

官僚政治系统是政治治理的主要形式。在这个系统中 ,皇帝在理论上

掌握着所有的政治权力 ,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

纪》),从全国的行政 、财政 、司法到军事 、官员任免都由皇帝“乾纲独

断” 。随着传统政治的发展 ,君权变得越来越至高无上 ,到明清时期更

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③ (周良宵 ,2006)。但是 ,君权虽然至高无上 ,

国家行政却必须依靠一个庞大的、科层化的官僚体制 ,这个官僚体制的

直接领导人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宰相 ,下面又有各级的省 、府 、

州 、县的地方官员。官僚行政集团构成了君权在实施中的实际制约力

量。这种制约在制度设置上表现为君主政令的颁布要经过中央官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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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 ,史载明太祖“每断大事 、决大疑 ,臣下唯面奏取旨”(廖道南 , 1986);清嘉庆时期 , “我

朝列圣相承 ,乾纲独揽…… 令出惟行 ,大权从无旁落”(梁章钜 、朱智 , 1984:卷十四)。

这里所用的“封建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中的“封建社会”意义上的“封建” ,而是指西周天
子通过“封土建侯”建立的以宗法原则实施的分封制度 ,许多学者在这个意义上讨论中国

的封建制度 ,简明而透彻的讨论可参加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第二讲和第三讲(钱穆 ,

2002)。

敦利威(Patrick Dunleavy)在其著作《民主 、官僚制与公共选择:政治科学中的经济学阐释》
的第六章详细综述和讨论了这个问题 ,此处不再展开论述(敦利威 ,2004)。



审核与封驳 、给事中与御史的讽谏 , ① 在诏令执行过程中则表现为地

方官员的推诿、拖延与变通。在官员任免和用人制度方面 ,则逐渐发展

出一套循资以进的官员提拔制度。这套制度是以官员的出身、履历 、职

任等形成的“资历”而非政绩为升迁的主要依据(邓小南 , 2005)。“循资

格”制度成形于唐 ,造极于宋 ,对明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循资提拔 ,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君权 。宋代吕中在《宋大事记讲义》中说:“以资格

用人者 ,有司之法;以不次用人者 ,人主之权。”这两种用人制度的不同 ,

体现了君权和官僚体制的内在矛盾 。

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被有的学者称为德治体制(virtuocracy), ② 道

德修养是任免官员的最重要标准。强调道德修养是中国传统政治意识

形态的中心内容 ,从政治理想到日常治理无不渗透着以孔孟儒家思想

为核心的政治理念。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为政以德 ,政治治理则追求“使

民以时” ,以不扰民为上。通过“富之 、教之” ,通过“道之以德 、齐之以

礼” ,达到“必也无讼乎”的局面 。这种理念要求政治体系轻徭薄赋 ,与

民休息 ,要求官员以身作则 ,成为教化天下的典范 。在制度上 ,虽然传

统社会发展出一个巨大的知识官僚集团和科层化的官僚体制 ,但是这

个体制一直“悬浮”于广大的乡村社会之上 , “皇权不下县” ,基层社会以

宗族和士绅为首的自治为主 ,形成了一个君主专制 、官僚科层化和乡村

自治共存的传统政治格局 。在这种格局下 , “无为”理想和“双轨政治”

成为解决广土众民下的治理问题的基本途径(费孝通 ,1999)。

这种政治格局在承平时期一般没有问题 ,政府官员重视自己的道

德声望 ,避免被视为扰民的“聚敛之臣” ,在此基础上争取能够“循资以

进” 。在极端情况下 ,即使皇帝耽于游乐 、朝中内阁空空如也 ,政权照样

可以维持日常运作(黄仁宇 , 1982)。但是 ,在外敌环伺 、内寇猖獗的情

况下 ,或者是君主意欲大有作为的时候 ,官僚机构保守因循 、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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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 Shirk , 1984,她用这个词主要与传统的“能人或功绩体制”(meritocracy)相对。

唐代相权拆分为三省(中书 、门下 、尚书),诏书要经过封驳方得为诏。唐名臣刘 之语:

“不经凤阁(中书)鸾台(门下),何名为敕”(《唐会要》卷五四)。 宋人侯延庆《退斋笔录》
载:“神宗时 ,以陕西用兵失利 ,内地出令斩一漕臣。明日 ,宰相蔡确奏知 ,上曰 :̀昨日批

出斩某人 ,已行否 ?' 确曰 :̀方欲奏知。' 上曰 :̀此事何疑 ?' 确曰 :̀祖宗以未尝杀士人臣
事 ,不意自陛下始。' 上沉吟久之 ,曰 :̀可与刺面配远恶处。' 门下侍郎章 曰 :̀如此即不

若杀之。' 上曰 :̀何故 ?' 曰 :̀士可杀 , 不可辱 !' 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 !'

曰 :̀如此快意事 ,不做得也好 !' ”(侯延庆 , 1925)明清时期相权严重衰落 , 但是讽谏制度
依旧起作用。



的积弊就成为极大的阻碍 。所以 ,君主意欲发奋图强 ,最主要的斗争对

象就是官僚集团 。

秦代奠定的君主专制并没有随着秦王朝的迅速灭亡以及西汉“罢

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而颠覆 ,虽然历代王朝对秦

的暴政都加以批判 ,但是在君主专制 、法律和监察制度等方面都沿袭前

朝 ,这构成了中国传统官僚体制内由绝对君权产生的另外一套运作逻

辑。① 这套逻辑建立在“尊君”以及维持君主绝对权力的“法” 、“术” 、

“势”的基础之上 ,要求臣下绝对的忠诚 ,“故人臣毋称尧舜之贤 ,毋誉汤

武之伐 ,毋言烈士之高 ,尽力守法 ,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见《韩非子》

“忠孝”五十一)。法家思想随着宋明诸儒倡导的“三纲之教”融入了主

流意识形态 ,和君主专制在制度上登峰造极的发展相汇合② (萧公权 ,

1998)。

利用绝对权力 ,意欲有所作为的君主通常会做出一系列“变法”式

的举动来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 。这些举动除了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准

备之外 ,人事 、财政 、司法和军事方面的集权是最为迫切的。鉴于传统

政治体制的“人治”特点 ,人事集权又是其中最为关键和重要的内容 。

面对监督和政策执行的高昂成本 ,君主通过行使“不次用人”的“人主之

权” ,以“赏刑”越级提拔支持“变法”的官员 ,并在初期以支持或反对“变

法”作为标准来调换处于关键位置的官员人选 。在这个时期成功的集

权不但能够打击反对“变法”的势力 ,而且能够有效破坏官僚体制中的

事本主义 、循资以进的制度原则 ,扩大对君主个人的绝对效忠势力。

在推行“变法”的时期 ,君主一般将推行变法带来的“政绩”作为官

员升迁的重要依据。在“变法”面前 ,地方官员的其他行政事务不再重

要 , “政绩”主要以推行变法是否得力为内容进行测量。在变法期间 ,政

府的目标突然变得明确而单一 ,政绩考察变得简单而有效 ,官员升迁之

路出现了捷径 ,所以一般在变法期间“竞进之风” 异常兴盛 。“无为”政

治的理念抛诸一旁 ,自下而上的言路阻塞 ,浮夸和隐瞒之风渐起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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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萧公权先生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说:“宋明诸儒不知儒法二家同道尊君而其旨根本

有别 ,大唱`三纲' 之教 ,自命承统于洙泗 ,实则暗张申韩 , `认贼作父' ”(萧公权 , 1998:
216)。这种说法未免偏颇 ,但是宋明以后君权愈加尊崇却是事实。至于宋明政治思想对

于君权日尊起了多大的作用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一般史家多有“汉承秦制”之说 ,所谓“汉家承秦之制” 、“汉因秦法” 、“秦制汉循而不革”等

等。毛泽东主席 1973年《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有“百代多行秦政法” 、“孔学名高实秕
糠”之句 ,也是这个意思。



形成了短期“锦标赛”的雏形。以君主高度集权发动的“效忠”竞赛在大

多数情况下会扭曲政策的原意 ,许多“良法美意”实质上为基层胥吏借

机掠夺民财打开了方便之门。在传统政治体制中 ,由于整个国家权力

并不能深入基层社会 ,对总体社会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也极为有限 ,所

以这种“锦标赛”一般只是在官僚机构内部展开 ,不会涉及到全体国民 ,

而且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也难以一概而论。①

本小节是对政治体制中官员升迁问题的一个甚为粗略的梳理。我

们可以看到 ,官员升迁以及与此相关的“锦标赛”并非一个简单的晋升

标准的问题 ,而是与整个政治体制的理念 、特点和时势紧密相连 。锦标

赛虽然是一个过于简单的类比 ,而且也并非传统政治体制的常态 ,但是

它确是隐藏于这种政治体制之下的一种潜在机制 ,只要各种条件成熟 ,

就会在一段时间内主导整个政治系统的运作 。

三

大跃进时期是一个短暂的举国锦标赛时期。这场锦标赛无论在涉

及的范围 、竞赛的程度 、配置的资源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各方面都空前绝

后。它的出现需要各种条件的成熟和积累 ,探讨和概括这场锦标赛的

特点及其成立条件是本节和下一节的主要内容。

1949年以后 ,新中国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 ,在

此基础上形成了全新的中央—地方关系框架 。这个框架虽然仍然延续

了传统多级政府的行政关系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和发展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高度集权的局面。

建国初期 ,为了平抑物价 、解决财政困难和支持抗美援朝 ,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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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宋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是一个展示上述机制的案例。王安石以“天变不足惧 、人言不
足恤 、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三不足”之说说动神宗进行财政变法。通过打击反对派势力 、

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推动变法的权力机构 , 全力提拔支持变法的各级官员 , 其变
法的中心内容如“青苗法” 、“募役法” 、“保甲法” 、“保马法” 、“方田均税法”等等虽然称得

起“良法美意” ,但是在强力推行 、严密监察之下大都变成了“与民争利”的“恶法” 。变法
推行几年之后 ,随着神宗皇帝的去世而告终。关于变法的研究汗牛充栋 , 有代表性的可

参见邓广铭(2007)、李华瑞(2004)、刘子键(1996)等。就变法对政治体制的影响而言 , “三

不足”之说对制约君主的绝对权力起了明显的负面作用 ,如《宋儒学案》所言:“金陵三不
足之说……非独为赵氏祸 ,为万世祸。人主之势 , 天下无能敌者 ,人臣欲回之 ,必思有大

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 ,不法祖宗 ,不恤人言 ,则何事不可为也 ?”



府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财政“统收统支”制度 ,规定财政收入中除公粮

5-15%的地方附加以外 ,所有公粮的征收 、支出 、调度 ,全部统于中央 。

税收方面 ,除了批准征收的少量地方税外 ,所有关税 、盐税 、货物税 、工

商税 ,也都由中央政府调度使用。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军队 、行政和投

资 ,也都由中央政府统一全国的编制和供给标准。

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在 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并由财政领域延伸到整个国计民生领域。除了

中央 —地方关系外 ,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产生了实

质性的变化 ,这个变化首先是通过一五期间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的。

从1953年开始 ,新中国开始了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 ,原定于十几年完成的改造计划在 5年时间里就迅速

实现 。1956年农业中参加合作社的农户比重已经达到了 96.3%,已经

加入合作化的手工业就业人员占全部手工业者的 91.7%。一方面 ,国

家将所有农民通过“合作化运动”纳入到由国家控制 、管理的组织体系

中;另一方面 ,通过取消农产品自由贸易市场 ,实行粮 、棉 、油等重要农

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 ,国家直接控制了所有农村的重要资源 ,直接指

挥 、安排农业经济活动 ,并通过带有强制性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来保证

城市的低价格粮食供给 ,加速实现工业化。①

工业的情况见表 1。

　表 1　 1949-1956 年工业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变化

1949 1952 1956

社会主义工业 34.7 56.0 67.5

国家资本主义工业 9.5 26.9 32.5

其中:公私合营 2.0 5.0 32.5

加工定货 7.5 21.9 -

资本主义工业(自产自销部分) 55.8 17.1 -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 1984:28。

　　可以看出 ,1956年全部工业中三分之二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和

62

社会学研究 　2009.3

① 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运动 ,目前的研究比较多 ,此处不多加赘述。具体内

容可参加陈吉元(1993)。



集体工业 ,三分之一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 。在公私合营的

企业 , “私方”只有拿定息的权利 ,没有企业的经营权 ,这种企业实际上

也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了 。在商业领域 , 1956年的私营商业只占

商业企业商品批发额度的 0.1%,商业也全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 ,国家的财政收入结构发生了重要的

变化(参看表 2)。

　表 2　 国家的财政收入结构变化(1950-1957)①

企业收入 各项税收 其中:工商税收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1950 8.69 13.4 48.98 75.1 23.63 36.2

1951 30.54 22.9 81.13 60.9 47.45 35.6

1952 57.27 31.2 97.69 53.2 61.48 33.4

1953 76.69 34.4 119.67 53.7 82.50 37.0

1954 99.61 38.0 132.18 50.4 89.72 34.2

1955 111.94 41.1 127.45 46.9 87.26 32.1

1956 134.26 46.7 140.88 49.0 100.98 35.1

1957 144.18 46.5 154.89 49.9 113.12 36.5

　　资料来源: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 , 1992。

　　表 2中的“企业收入”在 1950年只占财政收入的 13.4%,到一五时

期的最后一年 ,这个比重上升到了 46.5%,和“各项税收”在财政收入

中平分秋色 。此后一直到 1979年 ,这两个比重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

化 ,基本各占财政收入的 50%左右。

各项税收主要包括工商税收、盐税 、关税和农牧业税。从表 2可以

看出 ,工商企业缴纳的工商税收是税收的主体 ,但是工商税收在财政总

收入中的份额并没有发生变化 , 始终占总收入的 35%左右。也就是

说 ,建国初期和一五时期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并

没有体现在税收上 ,而是体现在“企业收入”上 。工商企业的迅速发展

带来的是“企业收入”的迅速增长 ,这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管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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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财政收入分三大项:“企业收入” 、“各项税收”和“其他收入” 。其中“其他收入”占比重很

小 ,表中没有列出。



的方式有关系。

“企业收入”主要是指工商企业上缴的利润和部分折旧基金 。社会

主义改造完成之后 ,全国的工业企业产生的利税总额中 ,全民所有制企

业(国有企业)占 85%,集体所有制企业占 12%,其他企业占 3%。① 对

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国家运用行政手段 ,直接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②

来进行管理。企业用人 、用工由国家委派和统一分配 ,企业的生产资料

由国家计划供给 ,由商业 、物资部门收购或调拨其产品 ,由财政部门统

一负责企业资金的收入和支出 ,企业的利润和折旧基金全部上缴国家 ,

纳入国家预算。企业所需基本建设投资 、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的

费用 ,由国家财政拨款解决。企业的流动资金也由财政部门按定额拨

付 ,一些季节性 、临时性的超定额部分则由银行贷款解决。在这种管理

模式之下 ,企业财务虽然进行独立核算 ,但只限于自计盈亏 ,并不自负

盈亏 ,所以基本上属于政府财政部门的分支和出纳。企业税金上缴财

政国库 ,企业利润则上缴政府主管部门的财政 。以 1957年为例 ,全民

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税金是 36.6亿元 ,利润总额是 78.8 亿

元 , ③ 也就是说 ,企业的贡献是三分之一以税收的形式上缴国家财政 ,

三分之二则以企业收入的形式上缴主管的政府部门。

政府和企业的这种新型关系也同时塑造了中央—地方关系的新局

面 ,即中央政府通过对企业的控制实施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我们可以将企业的主管部门按照中央—地方关系分成两类 ,一类

是中央政府以及国务院的各个部委 ,另一类则是地方政府主管部门 。

建国初期 ,国家财政分为中央级 、大行政区级和省(市)级三级财政 ,

1953年取消了大区一级财政 ,设立了县级财政 ,这样地方的财政仍然

是两级 ,即省(市)级财政和县级财政。全国的企业也按照其隶属关系

分为中央直(部)属企业和地方企业(省 、县)两类。中央企业的企业收

入直接归中央财政管理 ,地方企业的企业收入则按照其隶属关系归入

省级或县级财政 ,也就是说 ,所有的企业都按照隶属关系归入了“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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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字来自国务院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物资统计司编

(1986:177)。

这些指令性指标涵盖了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 ,包括:总产值 、主要产品产量 、新种类产品

试制 、主要的技术经济定额 、成本降低率 、成本降低额 、职工总数 、年底职工数 、工资总额 、

劳动生产率和利润。

这是 1958年的数字 ,资料来自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1992:26)。



(中央直属)系统和“块块”系统 。

一五时期是国家“重工业战略优先”的发展时期。新中国有限的人

力 、物力和财力大都用于发展大型的重工业 ,这就要求中央具有调度 、

配置资源的大部分权力。在这种情况下 ,“条条”系统的膨胀是必然的 。

1952年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 ,此外设立了重工业部等 15个财经专业管

理部门 , 这些经济管理型的部委占到了政务院所属各部门总数的

47%。这些部委既是行业管理部门 ,又是直接管理企业生产的管理单

位。1954年这类部委进一步增加 ,超过国务院所属部门总数的 55%。

在这种形势下 ,中央直属企业 1953年为 2800多个 , 1957年为 9300 多

个 ,占企业总数的 16%,占工业总产值的 49%(朱 基主编 ,1985:43 -

44),而且这些企业都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 。这样 ,全国

大部分的财力和物力都纳入了中央直接管理和调配的“条条”系统 。

1953年 ,中央统一分配的物资为 227种(中央统配 112种 ,部委管理115

种),到 1957 年 ,这个数字迅速增加到 532 种(统配 231种 ,部委管理

301种)(赵德馨主编 ,1988:388),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了大部分国民经济

的重要物资。

在财政方面 ,自 1953年开始 ,财政体制由中央统收统支变为中央

和地方财政划分收入 。中央 、省(市)和县(市)三级开始划分各自的财

政收支范围。1954年开始实行由中央统一领导 、中央与地方财政中央

和地方分类分成办法 ,将财政收入划分为固定收入 、固定比例分成收

入 、中央调剂收入三大类 。地方预算每年由中央核定 ,地方的预算支

出 ,首先用地方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抵补 ,不足部分由中央调剂收

入弥补。如果其固定收入超出了地方正常支出 ,其剩余部分不再全部

上解中央 ,而是按照剩余部分在地方固定收入中的比重与中央进行分

成。分成比例一年一定。

这种财政体制划分表面上看起来给了地方财政独立的地位 ,但是

由于(1)地方固定收入实际上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大;(2)分成比例

每年一变 ,每年都按照上一年收入和支出的差额进行重新计算。也就

是说 ,如果一个省某年收入增长过快 ,其下一年上解中央的比例就会快

速增长。所以这种体制只是初步划分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范围 ,并没

有改变中央财政高度集权的状况。如果从中央和地方负责征收收入的

范围来看 ,一五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45 %

和55%,但是如果按照财政体制划分后的收入来看 ,中央和地方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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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比重就分别占 80%和 20%,支出分别占总财政支出的 75%和

25%。① 所以说 ,全国虽然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属于地方主管部门管理 ,

但是企业上缴的收入和利润大部分都被中央财政所直接支配。企业能

够自己分配的奖励基金和超计划利润分成只占企业收入的 3.75%(当

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1984:446 、502)。

随着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我国中央 —地方间的基本

经济和财政关系的构架已经建立起来。根据上面的分析 ,这种框架的

基本特点是:中央控制了全国大部分的人力 、财力和物力的管理和分

配 ,这种控制是以计划指标管理的形式 ,并通过建立在各个工业经济部

门的“条条”系统来进行直接的 、自上而下的控制而实现的。具体而言 ,

重要的企业几乎全部纳入条条系统直接管理 ,其他企业则通过“块块”

系统间接管理 ,但是其税收和利润大部分归中央财政进行分配。与传

统的体制相比 ,新中国体制的特点除了中央高度集权之外 ,更重要的是

这种集权控制并非仅仅限于对行政官僚体制的控制 ,而且还控制了国

家的全部经济资源。

“一五”期间的管理体制 ,尤其是对工业的管理体制基本是仿照苏

联的发展模式展开的 。由于将几乎全部资源控于政府之手 ,这对管理

经济的中央部委和地方官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要求他们具备经济管

理的能力和技术水平 ,但是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种人力资源的条件 。

从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来看 ,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成功的 ,被有的学者称

之为工业化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胡鞍钢 ,2007)。但是 ,由于水平的限

制和官僚体制本身具有的因循保守的特点 ,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赶超战

略”却相当困难 。同时 ,这种管理体制又为用控制的放权和发动竞赛提

供了体制上的条件。此后大跃进中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央

政府或者毛泽东主席对于探索一种新的工业化模式的尝试(Lieberthal ,

2004)。从现存的历史材料中 ,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府的高层

领导人对于突破苏联模式 、以一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快速发展经

济的讨论和决策过程(薄一波 ,1991)。总的来说 ,这种探索最终以大规

模的经济放权和地方动员为主要标志 ,在中央 —地方关系上似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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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际上就中央和省的财政关系而言 ,省级财政除了 5%的农业税附加 、3%的总预备费和

自筹部分资金之外 ,几乎与中央级的预算单位没有什么区别。县和乡更是没有什么财
权。“因此 ,地方同志说 ,现在名义上是四级(中央 、省 、县 、乡)财政 ,实际上是一级半 ,只

有中央一级是完整的 ,省财政只是半级财政”(薄一波 , 1991:481)。



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

由于将绝大部分权力集中在中央 ,除了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

毛泽东主席还感到 ,中央政府内部的主流在强调平衡关系和发展速度

的问题上 ,也存在保守的倾向 。1955年 12月 27 日 ,毛泽东主席在为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 , “现在的问题 ,还

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 ,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

况的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 ,却有很多人

认为做不到 。”(毛泽东 , 1956)1956年 ,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 ,毛泽

东主席又提出“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 ,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 ,让地方

办更多的事情”。1956年到 1957年间 ,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 ①

开始逐步 、有计划地下放工业企业 、商业和财政的管理权限给地方。这

些政策是和加快经济发展的思路以及 1957 年的“反右”运动相呼应

的。② 自1957年下半年开始 ,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开始批评 1956年的

“反冒进”思想 , 1958 年 3 月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

思路 。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 1958年 2月底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 ,

表述为“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其实质就是

力争经济建设的高速度 ,在计划指标上体现为“超英赶美”的赶超战略 。

一般认为 ,毛泽东的思想和地位是解释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主要因

素 ,大跃进的发动似乎主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胡鞍钢 ,

2007)。但是我们如果仔细考察 1957年的政治经济形势 ,就会发现另

外一个重要的因素 ,即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实际上会内生出大规

模放权和开展地区间竞争的要求 ,作为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手段 。这

种要求只是以自上而下的放权过程体现出来的。

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对“反冒进” ,是以毛泽东主席在一系列会

议上③ 的“反反冒进”的发言为主要表现的。这些发言与其说发自毛

泽东本人的激进思想 ,毋宁说是从中央到地方基层一部分官员共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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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具体参见薄一波(1991),陈吉元(1993),李锐(1999)。

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集权运动。从“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到几十万人被划为“右派” ,实际上也为大跃进期间的激进政策做了思想和舆
论上的准备。这个方面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两者的关系以后将另文详论。

这些文件包括 1956年 5月的《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 1957年的《关于改

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 、《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
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 。



动的结果 。以中共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为代表的对农业合作化速度

的限制 ,以及以周恩来 、陈云为代表的主持经济工作的高层官员对经济

发展过快 、比例关系失调所采取的反冒进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一些地方官员争取扩大地方权益、强行推动合作化的做法 ,党内的发展

思路出现了一些争论和摇摆。这除了导致 1957 年春全国许多地区的

“退社风潮”①之外 ,还导致了 1957 年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 ,即所谓的

“马鞍形” 。这构成了“反反冒进”和社会主义总路线出台的基本历史背

景 ,也被批评为党内的“右倾主义” ,再借用毛泽东主席本人的话来说 ,

就是“党内的有些同志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李锐 , 1999)。这里值得

注意的是 ,经济管理中的高度集权与思想领域中的自由思潮同被看作

是“右倾主义”。因此 ,思想领域内的反右实际上是统一思想 ,而经济领

域内的反对右倾主义则表现为扩大地方自主权 、发挥地方积极性以加

快经济发展的“反反冒进” ,后者无疑会受到某些地方官员的积极推动

和呼应。②

党内的反反冒进与党外的反右运动相呼应 ,抑制了与中央不一致

的言论和思想。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被认为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

性” ,贯彻中央加快发展速度的思路。在实践上 ,1957年的经济速度放

缓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局势构成了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基本背景。

自1958年初开始 ,中央政府开始全面下放权限 ,这是新中国历史

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放权的变革 。在行政管理方面 ,将原已虚化的大行

政区重新加强 ,成立了东北 、华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西北 、西南 7个大

协作区 ,要求其分别建立大型的骨干企业和经济中心 ,形成具有完整工

业体系的经济区域。此后不久又要求其下属各省也力图建立独立的工

业体系 。在企业管理方面 ,开始大规模下放中央直属企业 ,与 1957 年

的9300多个中央直属企业相比 , 1958年中央直属企业只剩下 1200 多

个 ,下放了 88%,其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下降到 13.8%(当

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1984)。同时 ,各企业的自主性和管理权也迅速增

加。国家对企业管理的指令性指标由原来的 12个减少为 4个 ,企业的

财权和人事权也迅速扩大。在财政体制方面也进行了巨大的变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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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个说法还没有强有力的历史材料支持 ,只是一个尝试性的假说。但是从大跃进期间许

多地方官员的表现来看 ,应该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退社 ,主要是浙江等地区出现的农民退出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高级社)的群体现象。



方的财政收入从“以支定收 、一年一变”的体制变为“一定五年不变”的

体制 ,同时地方的收入基数和支出权限也迅速增加。与这些方面的权

力下放相配合 ,建立起了“块块为主 、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 ,规定各省

市自治区可以对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 、可以安排本地区

的建设投资和人力、财力 、物力以及公共事业项目 。在这种形势下 , “二

五”时期国家的工业生产计划中只剩下产品产量指标 , “一五”计划中的

其他五种指标① 都被取消了 。基建计划也只管当年的投资和主要建

设内容。工业产品中国家计委统一管理的产品种类也大幅减少 。中央

直接征收的财政收入比重 ,1959年下降到只占财政总收入的 20%。在

生产的其他方面 ,如基建审批权 、物资分配权和招工计划权也都全面下

放 ,地方基本可以自主基建投资 ,中央统配和部管物资从1957年的 532

种减为 1958年的 429 种 、1959年更减少为 285种(中国物资经济学会

编 ,1983:91-92);职工人数和城镇居民数量大幅度增加。

这种全面放权的确快速而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一五计划时

期 ,工业的年均增长率只有 18%。而 1958年的工业总产值比 1957 年

增长了154.8%,1959年又比 1958年增长了136.2%。在经济的迅速增

长中 ,基本建设投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建国后 10年的基本建设投资

总额为1212亿元 ,其中 1958和 1959两年的总额为 584亿元 ,占到了 10

年投资总额的一半。② 而这种投资扩大是地方竞赛引起的。

　表 3　 1953-1958 年中央和地方工业投资变化情况

一五期间 1958年

亿元(占总额%) 亿元(占总额%)

中央工业投资 220(88%) 62.6(36.2%)

地方工业投资 30(12%) 110.4(63.8%)

　　资料来源:苏星 、杨秋宝编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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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些数字见苏星和杨秋宝编《新中国经济史资料选编》 , 内容是国家统计部门 1960年代

颁发的一些统计数字 ,其中关于产量产品的数字明显存在严重的浮夸 ,本文引用的投资
数据相对可靠,亦仅供参考。按照《中国统计年鉴(1981)》的数字 , 1958到 1960年三年的

基建投资总额为 996亿元 ,比一五期间五年的总和多出 81%。这两列数字基本相符。

其他五种指标是总产值 、商品产值 、主要产品产量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新产品试制和生
产大修。



　　表 3显示出了 1958年的异常情况。1957年 ,在全国的工业总产值

中 ,部(直属)中央企业占 44.5%,地方占 55.5%,到 1958年中央则只占

13.9%,地方占 86.1%。与 1957年相比 ,新建地方工业企业(不包括手

工业和社办工业)达 56158个 ,比原来的地方工业总数 48658个还多

7500个。到1959年 ,地方社办企业达到20万个以上 , ① 工业的地方竞

赛规模之大 、速度之快可谓空前绝后。当然 ,竞赛也更加明显地表现在

农业和钢铁指标以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 。自 1958年下半年开始 ,

各种钢铁和粮食的“卫星”满天飞 ,浮夸风吹遍了各级大大小小的地方

政府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指标竞赛竟然导致了主要的产品产量指标

完全失真 ,最后在基层的县 、公社 、生产队之间连彼此真实的粮食库存

都搞不清楚了。②

大跃进引发的地区竞赛带来了经济结构的畸形以及灾难性的严重

后果 。在此期间 ,重工业增长了2.33倍 ,轻工业增长了 47%,农业下降

了22.7%。各地区纷纷追求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 ,利用中央的放权片

面扩大经济规模 ,使得地方经济以“水多加面 、面多加水”的方式不断扩

大(胡书东 , 2001)。这场竞赛带来的后果也是世所共睹 , 此文不再

赘述 。

四

伴随着“以钢为纲”开始的大跃进运动 ,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在主要

的钢铁 、粮食和其他重要产品的指标上展开的一场空前激烈和规模巨

大的“锦标赛”。这场锦标赛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 ,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决定了这场锦标赛的基本走向 。在锦

标赛期间 ,地方政府变成了追求指标和效率的巨大公司或厂商 ,动员其

所有能够控制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来实现高指标。评价地方政府表现

的标准变得简单清晰 ,完成指标成为最高的、惟一的标准。正如我们在

文献评述部分的分析所言 ,政府与公司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其目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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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伯恩斯坦(Bernstein , 1984)文中提及的一个案例生动地说明了饥荒时粮食库存信息的混

乱情况。

这些数字也来自《新中国经济史资料选编》 ,数字可能有不尽不实之处 ,但是地方工业竞

赛的局面可见一斑。



够明确 ,政府的公共支出涵盖了地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 ,各方

面的优先顺序会因为地方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而锦标赛体制在短

时间内统一改变了政府行为各方面的优先顺序 ,其他一切都要为“锦

标”让路和为“锦标”服务 。在大跃进期间 ,这个锦标主要就是钢铁和粮

食产量。

第二 , “层层加码”是推动这场锦标赛的基本作用机制 。追求“锦

标”引发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造成了“层层加码”的动员和管理制度 。

上级政府为了完成指标或者追求更高的指标 ,其基本策略就是动员下

级政府展开“锦标赛” ,并设置一个比自身目标更高的指标。这在中央

的“两本帐”策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每级政府都制定“两本帐” ,第二本

帐的指标高出第一本帐 ,上级的第二本帐作为下级的第一本帐。在从

上到下制定计划时按照第一本帐 ,但是在执行计划和对下级政府进行

考核和评价时用第二本帐作为标准。① 在各级政府的这种策略下 ,“层

层加码”成为必然。“两本帐”的方法带来的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是从中

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行为的信息流通不畅 ,甚至造成混乱 。由于中央

最多只能了解和掌握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一本帐” ,所以根本无法对基

层政府的行为做出评价。同样的道理 ,每一级政府只能掌握其直属下

级的情况 。这为大跃进及后来的饥荒中的虚夸和瞒报现象提供了制度

基础 。

第三 , “软预算约束”决定了这场锦标赛的失败命运 。虽然地方政

府的行为变得“公司化” ,但是这种行为并不像市场中的公司那样存在

预算约束 ,即使有约束的话 ,也是“软预算约束” 。这个术语是匈牙利经

济学家科尔耐用来描述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企业的行为特点的 ,指国

有企业的领导人往往倾向于盲目扩大投入 ,不顾及企业的投入产出效

率(Kornai , 1980)。与国有企业相比 ,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更加“软

化” 。锦标赛一经发动 ,往往为了追求高指标而不计成本。从大跃进的

实践中可以看出 ,锦标赛体制本身并不会内生出地方政府狂热追求高

指标的约束力量 ,而是相反 ,竞赛在压力之下愈演愈烈 。只有造成了严

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之后 ,中央政府才开始力图终止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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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两本帐”制度最早由薄一波发明 ,并向毛泽东主席提出建议 ,后来成为大跃进中的

指导性工作方法。薄一波也承认:“我这个建议是个失误 ,因为两本帐或三本帐的观念为
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中央带头搞两本帐 , 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

帐 ,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本帐了”(薄一波 , 1991:682)。



在中国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史上 ,这是一个似新实旧的现象 。与

传统制度相比 ,锦标赛得以产生的根本的体制性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

的改变 ,上述的三个特点虽然在形式上很少在传统政治体制中出现 ,但

其萌生和成长的基础就根源于传统的集权体制。不同之处在于 ,这场

锦标赛无论在中央的高度集权和短期的高度放权上都极其极端和剧

烈。大跃进的深层机制在于 ,看似高度分权的锦标赛实际上是在高度

集权和国家对社会资源全面控制的基础上展开的 。也就是说 ,全面的

高度集权和控制才是锦标赛得以发动的最重要条件。这种控制表现在

政治控制 、思想和媒体控制以及资源控制三个方面 。

首先是通过政党 —国家政治体系实现的政治控制。通过党的体

系 ,中央实现了对地方官员人事晋升的高度集权。各级地方政府的领

导权实际上牢牢掌握在党委第一书记手中 ,省长 、市长只是执行党的决

策的行政长官 ,所以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可以通过非科层化的方式展开 。

中共中央有权力随时撤换 、调动各级政府的真正领导 ,而撤换 、调动的

重要依据就是对党的忠诚和是否走“革命”路线 ,而是否忠诚和走革命

路线则是以在政策和实践上响应 、执行党的号召即“政治表现”为重要

依据的。所以在锦标赛发动的过程中 ,经济上的放权和政治上的集

权———即对地方官员的动员、“过关” 、考察和调动是同时进行的 。根据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中央组织部等 , 2000)我们统计了自

1957年到 1964年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的人事变动情况(见表 4)。

　表 4　 1957-1954 年省级领导变动情况统计①

年份 变动次数 频率%

1957 3 7

1958 8 19

1959 10 23

1960 4 9

1961 4 9

1962 6 14

1963 5 12

1964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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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统计只限于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的变动 ,年度间只要有变化就记为一次(西藏 、新疆没有

包括在内)。



　　可以看出 ,1958和 1959两年是省级领导调动最为频繁的两年 ,其

变动次数占了 8年间变动总数的 42 %。这种人事上集权的一个特点

是其高度的非程序化。某个官员响应迟缓 、执行不力 ,会因为“政治路

线”的问题而被撤换而不是出于行政上的理由 。这在 1959年的“庐山

会议”之后全国开展的反右倾运动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高度的政

治集权表现在对落实中央计划 、完成高指标上 ,中央除了要求负责干部

逐级参加地方会议 ,还要逐级检查 。① 对于没有完成的 ,要给予处分 。②

在1958年初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修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 ,更

是明确了锦标赛的基本形式:“省和省比 ,市和市比 ,县和县比 ,社和社

比 ,厂和厂比 ,矿和矿比 ,工地和工地比 。可以定评比公约 ,也可以不

定。农业比较易于评比 ,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 ,按产业系统评

比” 。另一个特点是这种控制逻辑不仅限于中央和省 ,而且层层扩展 ,

一直深入到被高度组织化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当中 。“忠诚—表现”成为

考察官员乃至普通人“政治正确”的基本逻辑 ,这对全民投入大跃进运

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 ,省内的“入党积极分子”

在人口中的比重与本省在大跃进之后的非正常死亡率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联系 ,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种逻辑对推动锦标赛的巨大作用

(Yang ,1996)。

其次是通过党内外的政治运动和以媒体为中心实现的对信息系统

和社会氛围的控制。李锐在《“大跃进”亲历记》中说:“毛泽东是依靠

`阶级斗争' 和群众运动来推动`大跃进' 的。`阶级斗争' 是一种手段 ,

它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一切对`大跃进' 的异议 、怀疑都可列入`阶

级斗争' 的范围 ,作为敌对阶级的`动向' ,迫使那些即使对' 大跃进' 有

不同看法的人们 ,也不能不参与到`大跃进' 中来”(李锐 , 1999:289)。

对媒体的控制是发动全面锦标赛的重要条件 。这种控制的一个重要功

能是压制与锦标赛目标不协调的声音和言论(唐秀平 ,2000),另一个功

能则是宣传甚至夸大参赛者的成绩来推动锦标赛在全社会的全面展

开 ,并制造比赛的强烈氛围(郑凯歌 ,2008)。

再次是资源控制 。政府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是锦标赛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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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毛泽东主席强调:“冤各有头 ,债各有主” ,完不成生产或调拨计划 ,要按纪律办事, 要铁的

纪律 ,不要“豆腐纪律” ,“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薄一波 ,1991:706)。

“省委要在县 、区 、乡 、社的计划中选取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

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 ,一个也不能少”(见中共中央《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的另一个重要基础。如果我们按照资源配置的手段将社会经济资源分

为“体制内资源”(政府计划控制)和“体制外资源”(市场控制),那么 ,通

过对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 ,市场基本不再是配

置社会经济资源的手段 ,几乎全部资源都通过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体

制来进行配置和再分配。在这种形势下的分权只能是政府内部中央向

地方政府的“放权”而非向市场和社会的分权 。由于资源的再分配取决

于中央政府的指标和计划体系 ,所以地方政府无法成为独立的利益主

体和行动者 ,只能是在中央政府的指挥棒下进行比赛的参赛者。在这

种竞赛中 ,竞赛的胜利者得到的奖励是完成或超额完成指标任务后的

荣誉 ,很少能够通过比赛得到不受比赛的发起者控制的额外利益 。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控制 ,中央政府在经济上的分权能起到立竿

见影的效果 ,并表现为“公司化” 、“软预算”和“层层加码”的地方政府行

为 ,实现短时间内快速的经济建设高潮 。但是 ,恰恰也是这些控制手段

导致了这场锦标赛的失败。在高度的政治控制之下 ,地方政府竞相通

过制定高指标、全面动员社会经济资源以实现高指标来表现政治上的

忠诚 ,公司化和层层加码就是实现这些指标的必然手段 ,而且为中央政

府所允许和鼓励 。高度的资源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并不关心投资和建设

的长期经济效益 ,而只是以扩大投资规模为目标 ,同时 ,由于在锦标赛

期间地区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 ,地方政府则努力建立辖区内完整

的工业体系 ,重复建设和地区保护主义盛行并成为锦标赛期间的一个

主要表现 ,这两个方面都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的软预算约束现象。高度

的思想和媒体控制则同时导致以浮夸、隐瞒为特征的信息混乱 ,使得中

央政府在全面严密的控制之下部分失去了真实的地方信息来源 。有研

究表明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灾害严重的省份通过向周围省份调出粮

食的“支援”举动隐瞒省内的灾情(周飞舟 , 2003)。这种现象的悖论在

于 ,中央在这方面实施的控制越严密 ,则越难以知晓地方的实际情况 ,

最后只能以全面收回权力来控制局面 ,锦标赛就此结束 。

中央政府之所以能够迅速收回权力 ,也与其对资源的全面控制有

关。以行政手段集中经济权力是中国政府调整宏观经济的有效做法 ,

当然这是以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全面掌控为前提的 。在重新集权之后 ,

计划经济就又回到放权前的局面 ,经济增速减慢、企业活力下降 ,“一放

就乱 、一乱就收 、一收就死”指的就是这种由集权—放权逻辑导致的经

济波动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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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是一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分权”实验 。在这场实验

中 ,钢铁 、粮食等主要产品的指标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和竞赛的主要

内容 ,我们看到了举国欢腾的经济建设场面。但是 ,这场竞赛之所以能

够发动并推向高潮的制度性条件却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在

严密的人事 、思想和媒体控制之下 ,经济上的分权实质上只是局限于锦

标赛场景之内的“放权” 。没有严密的集权控制 ,这场比赛就发动不起

来 ,而反过来 ,恰恰是这种严密的集权控制导致了比赛的失败。本文将

这种体制称为“锦标赛体制” ,并非意味着锦标赛是这种体制的常态 ,而

是因为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会周期性地产生出锦标赛的内在需求 ,只

要条件成熟 ,它就会卷土重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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